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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酸化及其调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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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综述了近 30年来国内外在土壤酸化及其调控方面的研究进展。重点介绍了土壤自然酸化过程及其

酸沉降、铵态氮肥、作物生长和土地利用等对土壤酸化的加速作用；土壤酸化对土壤肥力、养分循环和土壤生物的负

面影响；土壤酸化的预测和控制及酸化土壤的改良和修复。本文可为我国南方酸化红壤的改良、利用和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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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酸化本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自然过程，但近几

十年来由于高强度人为活动的影响，土壤酸化的进程

大大加速，对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危害加重，在热

带和亚热带地区情况尤为严重。因此，采取有效措施

减缓土壤酸化进程并对严重酸化土壤进行改良和修

复，对保护生态环境和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综述了近 30 年来土壤酸化与调控的主

要研究进展，可为土壤酸化预测与控制和酸性土壤的

改良、利用和管理提供参考。 

1  土壤自然酸化过程及铁铝氧化物对红壤

酸化的抑制 

1.1  土壤自然酸化过程 

土壤酸化是伴随土壤发生和发育的一个自然过

程[1]。当降雨量大于蒸发量时，土壤中可以发生淋溶

过程，即进入土壤中的水带着土壤中的可溶性物质沿

剖面向下迁移进入地下水，或随地表径流进入地表

水。由于 H+ 的性质非常活泼，当降雨中含有 H+ 或

土壤中有 H+ 产生时，这些 H+ 很容易与土壤发生反

应而消耗土壤中的碱性物质。另一方面，土壤中的碱

性物质也可在淋溶过程中随水分迁移。这两个过程使

土壤中的碱性物质不断消耗，土壤的酸–碱平衡被破

坏，土壤逐渐呈酸性反应。 

土壤自然酸化的早期，土壤中碳酸盐的溶解和硅

酸盐矿物的风化消耗 H+，导致土壤 pH逐渐下降；随

后强烈的淋溶作用使土壤表面交换位上的盐基阳离

子逐渐淋失，交换性酸(交换性氢和交换性铝)逐渐形

成，土壤呈酸性或强酸性反应。因此，高温多雨的热

带、亚热带地区以及湿润的寒温带地区(北欧和北美)

多分布酸性土壤(红壤和灰化土)。土壤自然酸化过程

中 H+ 主要来源于碳酸和有机酸的离解[2]。 

1.2  铁铝氧化物对红壤酸化的抑制作用 

强烈的淋溶作用使红壤中的可溶性盐和土壤表

面交换性盐基阳离子被大量淋失，H+ 取代土壤表面

的阳离子交换位，产生交换性酸，导致土壤酸化。这

是土壤自然酸化的一般过程。根据传统土壤酸化理论

预测，随着风化和淋溶作用增强，土壤发育程度提高，

土壤酸化作用应该增强。但对大量红壤酸度的调查结

果并非如此，图 1示从海南、广东、广西、湖南、贵

州、云南、江西、安徽等南方省份采集的 27 个自然

剖面共 66 个红壤样品的土壤 pH 与土壤游离氧化铁

含量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 17 个游离氧化含量低于

100 g/kg的土壤的 pH平均值 4.64， 而 49个游离氧 

 

图 1  红壤中游离氧化铁与 pH 之间的关系[3] 

Fig. 1  Correlation between free iron oxide (Fed) and pH of red so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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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含量高于 100 g/kg的土壤的 pH平均值为 5.25[3]。

红壤游离氧化铁含量与土壤 pH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说明随着土壤发育程度增加，

土壤游离氧化铁含量增加，土壤酸化受到一定程度

的抑制[3]。 

选择氧化铁含量低的黄棕壤并添加人工合成的

氧化铁或氧化铝，然后用电渗析装置对黄棕壤与铁铝

氧化物的混合物进行电渗析处理，以不添加铁铝氧化

物的黄棕壤作对照，模拟土壤的自然酸化过程[4–5]。

结果表明，经过电渗析处理后，不加铁铝氧化物的黄

棕壤发生明显酸化，但添加铁铝氧化物的处理，土壤

酸化作用受到显著的抑制，说明铁铝氧化物对土壤酸

化的抑制作用在模拟条件下可以重现。进一步研究发

现，经过电渗析处理后添加铁铝氧化物的处理土壤有

效阳离子交换量(ECEC：代表土壤表面有效负电荷量)

低于不添加铁铝氧化物的对照处理，说明电渗析过程

中铁铝氧化物导致土壤表面有效负电荷减少，主要由

于带负电荷的土壤铝硅酸盐矿物与带正电荷的铁铝

氧化物表面双电层的扩散层发生重叠所致。因此，红

壤中带相反电荷的颗粒表面扩散层重叠导致土壤表

面有效负电荷数量减少是铁铝氧化物抑制红壤自然

酸化的主要机制[3]。当土壤遭受强烈淋溶作用时，土

壤溶液中的可溶盐和土壤表面的交换性盐基阳离子

逐渐淋失，土壤溶液的离子强度逐渐降低。此时，土

壤中带负电荷的铝硅酸盐矿物颗粒表面双电层的扩

散层和带正电荷的铁铝氧化物表面双电层的扩散层

发生重叠，土壤表面的有效负电荷数量减少。由于土

壤表面交换性盐基阳离子淋失后，带正电荷的铁铝氧

化物通过扩散层重叠平衡了铝硅酸盐矿物表面的负

电荷，抑制了交换酸(交换性 H+和交换性 Al3+)的产

生，从而抑制了土壤的自然酸化。这一研究成果丰富

和完善了传统的土壤酸化理论，发展于温带恒电荷土

壤的传统土壤酸化理论无法解释红壤中铁铝氧化物

对土壤自然酸化过程的抑制作用。 

2  人为活动对土壤酸化的加速作用 

土壤自然酸化过程的速度一般是比较缓慢的，而

且红壤中的铁铝氧化物还对土壤的自然酸化过程产

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减缓了红壤的自然酸化进

程。然而，近几十年来由于人为活动的强度不断增加，

特别是全球工业化导致酸沉降增加和农业土壤的高

强度利用导致大量外源 H+ 不断进入土壤，使土壤酸

化过程大大加速，并对生态环境和农林业生产造成严

重危害。 

2.1  酸沉降对土壤和地表水酸化的加速作用 

20世纪 70年代，欧洲和北美等经济发达地区由

于大气酸沉降的增加导致土壤和地表水严重酸化。因

此，从 20世纪 80年代至 21世纪初酸沉降影响下土

壤和地表水体酸化一直是资源环境领域研究的热点。

针对欧洲和北美地区土壤和地表水酸化问题，van 

Breemen等[2]在Nature上发表论文提出土壤内部质子

源和外部质子源的概念，发现由内部质子源引起的土

壤酸化速度缓慢，但欧洲和北美地区酸沉降量大大超

过土壤内部质子源数量，导致土壤加速酸化。土壤溶

液中 H+和 Al3+ 随排水进入地表水，是地表水加速酸

化的原因。Reuss 等[6]总结了控制土壤和地表水酸化

的主要化学过程，包括阳离子交换、矿物风化、铝活

化及硫酸根吸附等，酸沉降使土壤和地表水中移动性

很强的 SO4
2– 和 NO3

–  等阴离子大量增加，促进了 H+ 

和 Al3+ 由土壤向地表水的迁移。这些研究使建立在

温带恒电荷土壤基础上的土壤酸化理论得到进一步

完善。由于土壤酸化是地表水酸化的根本原因，因此

这一地区一般以流域为单元，同时研究土壤和水体的

酸化过程[7–8], 建立土壤和水体酸化模型，预测酸化

的未来发展趋势，为酸化控制提供了依据[9]。 

不同土壤由于母质、矿物组成和理化性质的差

异，其对酸的敏感性不同。研究土壤对酸沉降的敏感

性，并在区域层面上编制土壤敏感性分区图，可为酸

沉降控制提供参考。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

提出了生态系统对酸沉降临界负荷的概念，并建立临

界负荷的研究方法，获取土壤和生态系统对酸沉降的

最大承载量，编制临界负荷图，为酸沉降控制提供了

定量依据[10–12]。目前临界负荷的概念和方法仍被广

泛应用于酸沉降和酸化控制研究中，英国约克大学

Cresser[13]认为：临界负荷概念的提出即使在 21世纪

仍是环境科学研究的里程碑，但将这一概念应用于环

境科学的其他方面时，有待进一步完善。 

到 20 世纪中后期，欧美等地区的酸沉降已得

到有效控制[12]，这些地区的科学家开始将研究重点

转向酸沉降减少后土壤和地表水化学性质的恢复

过程 [14–15]，同时将部分研究力量转移至中国等发展

中国家，将已有研究模式和思路应用到这些国家的酸

化研究中[16]。酸沉降中的铵对土壤酸化的影响也是

近年来受到关注的问题，事实上早在 1982 年 van 

Breemen 等[17]就在 Nature 上发表论文强调大气中的

硫酸铵在加速土壤酸化中的作用，但并未引起广泛注

意。直到近些年随着欧美等地酸沉降的减少，降雨中

的铵对酸化的影响凸显出来，特别是来源于大型畜禽

养殖场的 NH3 对大气沉降中铵的贡献及其对土壤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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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影响受到高度关注[18–19]。 

2.2  酸沉降对我国红壤酸化的影响 

我国是酸沉降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酸沉降

分布区与酸性红壤分布区相叠加。因此我国自 20 世

纪 70 年代末开始研究酸沉降及其对土壤酸化的影

响，开展了酸沉降影响下土壤的酸化过程及模型预

测、红壤对酸沉降的敏感性、土壤和生态系统对酸沉

降的临界负荷等研究，为酸沉降和土壤酸化控制提供

了依据[16,20–26]。但已有研究也存在不足，早期的研究

没有同步观测酸沉降、土壤酸化和地表水酸化，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末才在贵州、湖南和广东建立了小流

域观测站进行定位观测研究。研究方法方面，主要参

考北欧和北美的研究思路和基于灰化土建立的酸化

预测模型开展工作。而我国的酸化问题主要发生在亚

热带红壤地区，其酸化机制与温带地区的灰化土有所

不同，因此必须对现有模型进行改进[23]，或建立自

己的研究方法和模型[20]。 

虽然欧美等发达地区在酸沉降与土壤酸化的研

究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而且这些地区的酸沉降、土

壤和地表水酸化问题也已得到有效控制，但在中国等

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期，酸沉降和

酸化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且有进一步加重的趋

势。而且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汽车拥有量

的增加，硝酸对酸沉降的贡献增加。Richter 等[27]在

Nature 上发表了基于卫星遥感的全球监测实验结果

表明，1996—2002 年间欧洲和美国东海岸地区大气

NO2浓度持续减小，而中国大气 NO2浓度显著增加。 

2.3  化肥对农田土壤酸化的加速作用 

化学肥料，特别是铵态氮肥通过硝化作用释放质

子，加速土壤酸化，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直到

最近通过长期定位试验和不同时期同一地点土壤样

品的比较研究才对铵态氮肥影响土壤酸化的程度有

了一些定量的认识[28–30]。传统观念认为酸性条件下

由于硝化细菌的活性受到抑制，且硝化微生物一般以

氨分子作底物，因此该条件下硝化作用不强。氮肥对

热带、亚热带酸性红壤加速酸化的研究不多。然而，

人们很早就观察到酸性土壤中仍可发生硝化反应，但

相关机制一直不清楚。2005年Konneke等[31]在Nature

上发表论文首次报道海洋中的古菌可以催化铵态氮

氧化，随后 Leininger等[32]也在 Nature上发表论文报

道土壤中有大量氨氧化古菌存在，其数量甚至超过氨

氧化细菌，可能是土壤生态系统中最丰富的氨氧化微

生物。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氨氧化古菌可能在酸性土壤的硝化反应中发挥主导

作用[33–34]。因此，热带、亚热带地区酸性红壤中硝

化反应与土壤酸化的关系成为新的研究热点[35–36]。

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氮肥的品种和施用水平对红壤

酸化的影响及其与硝化反应的关系有待深入研究，特

别是通过长期施肥试验结合短期模拟研究阐明红壤

酸化与硝化反应的定量关系可为酸化控制提供依据。 

2.4  植物生长和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对土壤酸化的

影响 

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及植物种植对土壤酸化有重

要影响。Renberg等[37]在 Nature上发表的数据显示，

自 2 500前的铁器时代开始，由于森林放牧、焚烧并

转为农田，瑞典土壤 pH和盐基饱和度增加，对酸敏

感的湖水 pH也相应提高。Jackson等[38]在 Science上

发表的数据表明，为促进生物固碳而大量种树加速土

壤酸化。因此，森林土壤比经常翻耕的农田土壤更容

易发生酸化。事实上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免耕措施更

易加速土壤酸化[39]。 

农作物收获从土壤中移走钙、镁、钾等盐基养分，

也加速土壤酸化[29]。豆科类植物和茶树对土壤酸化

具有更明显的加速作用。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豆科

牧草的种植导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生大面积土壤

酸化，豆科三叶草种植 30年后土壤 pH下降近 1单

位[40–41]。豆科植物从土壤中吸收的 Ca2+、Mg2+、K+ 等

无机阳离子多于无机阴离子，导致根系向土壤释放质

子，加速土壤酸化[42–43]。种植豆科植物增加土壤有

机氮是加速土壤酸化的另一个原因[40]。种植茶树导

致土壤持续酸化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除氮肥施用等

外部原因外，茶树本身也会加速土壤酸化，但其机制

并不清楚。早期研究认为，茶树凋落物中铝的生物地

球化学循环是加速土壤酸化的原因[44]，但近期研究

发现由于茶树的喜铵和富铝特性，其对铵和铝离子的

大量吸收导致根系释放大量质子可能对土壤酸化有

重要贡献[45–47]。 

3  土壤酸化对土壤肥力、养分循环和土壤

生物的负面影响 

土壤酸化导致 H+ 浓度增加，它与 Ca2+、Mg2+、

K+ 等盐基性养分阳离子竞争交换位，导致这些盐基

离子大量淋失。酸沉降导致的土壤溶液中 SO4
2– 和

NO3
– 浓度增加也促进了盐基离子的淋失。Lawrence

等[48]在 Nature 上发表的数据显示酸沉降导致的土壤

铝活化是北美森林土壤缺钙的主要原因，因为土壤有

效态钙含量与土壤交换性铝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酸

化后土壤对磷酸根、钼酸根和硼酸根的吸附能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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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土壤中磷和微量元素钼和硼有效性降低。土壤酸

化加速矿物风化，促进土壤 2︰1黏土矿物向 1︰1型

高岭石的转化，土壤阳离子交换量(CEC)减小[49–50]，

对盐基阳离子和 NH4
+ 的吸持能力减弱，土壤保肥能

力减小。 

土壤酸化使土壤中 H+、铝和锰等毒性元素浓度

增加，活动性增强，从而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酸

性土壤中铝毒被认为是森林退化、农作物生长不良

甚至减产的主要原因。早期研究认为 Al3+ 和单核羟

基铝是主要毒性形态铝[51]，后来研究发现聚合形态

的羟基铝也对生物具有毒性[52]。钙对缓解铝毒有重

要作用，因此酸性土壤溶液中 Ca/Al 摩尔比常被用

作评估酸性土壤肥力退化和酸化影响森林生长的重

要指标[53]。 

土壤酸化会影响土壤微生物的活动，因为大多数

土壤微生物都对酸敏感。土壤酸化后土壤微生物的数

量会减少，微生物的生长和活动受到抑制，并从而会

影响到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和土壤中碳、氮、磷、硫的

循环[54]。 

我国对红壤肥力退化的时空变化、退化机制、红

壤中养分循环特征等已开展大量研究[55–57]。但红壤

酸化对土壤肥力和养分循环的影响研究有待加强。对

酸性土壤的肥力状况及肥力退化的恢复等研究较多，

但土壤酸化过程与养分循环的交互作用和耦合机制

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4  土壤酸化的长期定位观测与模拟预测研究 

土壤酸化是一个相对较慢的过程，即使在酸沉降

和农业措施影响下短期内也很难观察到土壤 pH和其

他土壤化学性质的明显变化。长期田间定位观测研究

为土壤酸化过程的定量认识提供了条件。Johnston[58]

强调了长期田间试验在农业、生态和环境研究中的价

值，并以英国洛桑实验站的长期田间试验为例说明其

在研究包括土壤酸度在内的化学性质演变的重要性。

由于酸沉降等的影响，110年后洛桑实验站林地土壤

pH由 6.2降为 3.8，草地土壤 pH由 5.2降至 4.2，进

一步说明森林植被下的土壤更易酸化[59]。在美国于

1970 年开始的一项长期田间试验结果显示，施用铵

态氮肥加速土壤酸化，且土壤酸度随氮肥用量增加而

增加[30]。根据长期田间试验数据结合土壤 pH缓冲容

量可以计算土壤的平均酸化速率[60]，为评估土壤未

来酸化趋势提供参考。 

酸化模型是研究土壤和地表水酸化的有用工具，

特别是基于土壤酸化过程的理论模型在预测土壤和

地表水未来酸化趋势及在酸化土壤和地表水的恢复

过程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9,61]。模拟预测结果可为

土壤酸化控制提供定量依据。 

5  酸化土壤的改良与修复 

施用石灰等碱性物质改良农田土壤酸度是酸

性土壤地区的一项传统农业措施，并已开展广泛研

究 [62]。一些工业废弃物如粉煤灰、碱渣、磷石膏、

造纸废渣等也用于酸性土壤改良，其中磷石膏的应用

最广泛。由于石膏(CaSO4)的溶解度大于石灰石(CaCO3)，

其在土壤剖面中的移动性高于石灰石粉，对改良高度

风化的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亚表层和底层土壤酸度有

很好效果，已在巴西、美国和南非等地得到广泛的推

广和应用[63]。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一些农作物秸秆等农业有机

废弃物可以改良土壤酸度[64–67]，将农业有机物废弃

物经热解制成的生物质炭也是一种很好的有机改良

剂[68]。但农业废弃物及其衍生物对酸性土壤的改良

研究大多停留在室内模拟阶段，离田间实际应用还有

较大差距。 

Weligama 等[69]报道利用喜硝植物如小麦根系吸

收硝态氮过程中释放的氢氧根中和土壤酸度，随后田

间条件下的试验进一步证明可以基于硝态氮诱导的

根际碱化开发酸性表下层土壤的生物改良技术[70–71]。

但该方法目前仅在澳大利亚半干旱地区开展了小范

围的研究，对降雨量丰富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其作用

机制和效果有待研究[72]。 

虽然施用石膏和磷石膏可以改良热带、亚热带地

区酸性底层土壤的酸度，但在石膏和磷石膏资源缺乏

地区仍需开发新的方法。van der Watt[73]在 Nature上

报道了一种利用煤炭中提炼的富非酸钙改良亚表层

土壤酸度的方法，发现其效果优于石膏、EDTA钙盐、

Ca(OH)2和 CaCO3。由于亚表层土壤酸度问题至今仍

是困扰土壤学家的难题，特别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对其改良原理和技术的研究亟待加强。 

施用石灰等传统改良技术在我国也得到普遍的

应用[74]，磷石膏等工业废弃物对我国酸化红壤的改

良效果也有一些研究[75–76]。近年来我国在修复酸化

红壤的新方法研究中也取得进展，基于农业有机废弃

物的有机改良方法、由农作物秸秆制备的生物质炭改

良剂和有机物与无机碱性物质配合制备的复合改良

剂在室内模拟条件下均取得很好的改良效果[77]，但

田间条件下的改良机制和效果有待研究。对于一些新

的改良技术，还应建立长期田间试验，考察改良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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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效果及可能的负面影响。 

6  研究展望 

虽然国内外对土壤酸化及其调控已开展广泛研

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但仍有一些问题至今还不

完全清楚。特别在我国，由于酸沉降至今没有得到有

效控制，对土壤酸化的加速作用持续存在；土地的高

强度农业利用，大量铵态氮肥施用对农田土壤的加速

作用越加明显。而且，在酸沉降和铵态氮肥影响下，

我国酸化土壤的面积不断扩大。因此应加强对酸沉降

和高强度农业利用等因素的长期影响下土壤的加速

酸化机制的研究。建立一系列长期定位观测试验，在

田间条件下研究并阐明土壤加速酸化的机制。在土壤

酸化调控方面，要特别关注具有潜在酸化趋势土壤的

酸化控制，研发新方法，采取新措施，减缓土壤酸化

的进程，减轻土壤酸化对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危

害。将化学方法、生物学方法与农艺措施相结合建立

综合调控技术，可实现对红壤加速酸化的长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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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in soil acidification and its control in recent three decades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The review paper mainly involved in soil natural acidifica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s of acid deposition, ammonium-based 

fertilizers, plant growth and land use on soil acidification; negative effects of soil acidification on soil fertility, nutrient recycling 

and soil organisms; prediction and control of soil acidification; amelioration of acidified soils. The contents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 th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amelioration,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acidified red soils in southern 

China. 

Key words: Accelerated acidification of soils; Amelioration of acid soils; Control of soil acidification; Acid de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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